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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乾隆中期，隨着考證學漸興，學者書家以⽂字學、⾦⽯學等質樸紮實的研究根柢，回

應受董其昌（1555–1636）、趙孟頫（1254–1322）末流的柔弱妍媚書風，重考據的書學鑒賞

語⾔及篆隸等古代書體逐漸盛⾏於⼠⼦之中。從書學發展⾃運的角度看，至清代，刻帖等書
學範本因輾轉翻刻⽽形神漸失，思想界追本溯源的重學思潮，促使學者書家們注意⼒轉向更
真實反映⽂字演變及書學源流的碑刻上。至嘉慶年間出現阮元（1764–1849）〈南北書派

論〉、〈北碑南帖論〉等反思王羲之以來帖學書風的書論。 

 思想是引起風氣、⽂化、書風改變的源頭，本研究在縱向的書史發展至碑學的概念出

現的交匯點上，嘗試透過翁⽅綱切入的縱切⾯，剖析書法風格、交遊圈、⽂化、認知、思想
等各個互相關連的因素。碑學概念產⽣，是由於習書者對以往書法史的「認知傳統」反思⽽
起，這是繼書體結構發展完成、書法風格變遷兩個重要時期之後，中國書法史第三個涉及重
⼤結構性變⾰的時期。 

 值得指出的是，學者擅書、重實踐是導致書學觀念⾰新的觸發點，這與翁⽅綱

（1733–1818）的宋學及致⽤思想密不可分。本研究不厭其煩地引⽤翁氏研究的例⼦，是要

闡明親⾒、經年⽽⼤量並重複的實際經驗，是突破既有的感知與認知傳統。比較後來的碑學
理論家阮元及包世臣（1775–1855），惟獨翁氏最擅於寫書法、臨摹及親⾃訪拓碑刻，他是

改變觀念的主因。同時，清初至中期⼀連串因素相繼出現才造就碑學書法的興起：學者們對
經學反思的意識、漢代碑刻拓本⼤量地被收集研究、⾦⽯學復興、習書者對古代書體有新的
認知、習隸的書法⼤家相繼出現、隸書風格改變、繼⽽出現⾥程碑式的碑學理論著作，最後
碑學為⼈所認同。在整個過程中，翁氏是惟⼀引起思想改變、連結主要隸書⼤家及碑帖收藏
家、帶動風氣、並貫穿上述各項因素的核⼼⼈物。本研究澄清既有的迷思，闡明⾦⽯學只是
引起碑學書風興盛的其中⼀環，並不是決定性因素。宋代⾦⽯學盛⾏，當時⾦⽯學家少有以
擅書馳名。反觀翁氏身兼書法家及⾦⽯學者，他由臨寫法帖擴展至從刻⽯拓本入⼿習書︔他
經年親訪、研究，由記錄⾦⽯⽂字轉移注意書體發展的變化。刻⽯被賦予「法帖」的功能，
⾏草書能上⽯，都是源於觀念與思想的改變。並且，在阮、包⼆氏碑學書論發表之前，翁氏
為⾸的交遊圈已經以⾦⽯⽂字、拓本、相關詩作創造了新的⽂⼈⽂化，他們造就了清中期以
後碑學書法與帖學並⾏的氛圍及客觀環境。 

 本研究分為四章，第⼀章簡述清前期的書學觀，翁⽅綱承接清初再次萌芽的⾦⽯學，

他回應宋以後楷法漸失⽽加以鑽研，並臨摹碑刻拓本，重新認識書法源流與漢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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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⼆章分析翁氏的交遊圈與其「宗主」地位的建構過程。翁氏透過「祀東坡⽣⽇」來

傳遞學、書、詩、修齊治平「⼀以貫之」的經世思想，他也成為思想⽅向及風氣的領導⼈
物，影響深廣至嘉道年間「宣南詩會」廉潔且具政績的⼠⼤夫群體。 

 第三章剖析翁氏「⼀以貫之」的思想，他以此為基礎，將書學、學術、詩學等統合於

道統，⼗分徹底地將朱⼦學的中⼼思想實踐於各個領域。在書學上，翁氏臨古帖先忠於書法
法度，以助修身養氣，然後能進能出。他以「格物窮理」的⽅式掌握字體結構中的「理」和
書寫的「法」，始於「正本探原」，終於「窮形盡變」，寫出具法度、兼具個⼈風格⽽質厚
的書法。翁氏被時⼈推為乾隆四家之⾸，顯⽰當時與近代注重個⼈風格及視覺效果的書法審
美觀極不相同。 

 第四章從翁氏的《粵東⾦⽯略》及《兩漢⾦⽯記》，闡釋他建⽴分析書體及風格的學

術語⾔，致令他修正清代以前書法家們對漢隸的錯誤認知，從⽽重新掌握兩漢碑刻上的漢隸
筆法及結構。翁氏所主張似乎都是⼆元對⽴⽽又能圓融為⼀理的思想及美學觀，這觀念來⾃
《易》。他提出由「淳古」⽽求「變」、「我⼼」與「法」等既互相制約又相輔相成的審美
觀。書法除了是風格變化及視覺上的美感外，同時具有深厚的⽂化內涵。藝術、個性表現與
載道、傳統的⽭盾，展現在翁氏以繼承道統為⼰任，⽽同時身為書法家的兩難上。 

 最後，期望本研究的嘗試，能啟發更多不同的觀察與思考角度，對中國特有的歷史現

象有更準確⽽深刻的分析和詮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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